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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7—201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与识别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并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及二次指派程序（QAP）对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

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并呈现出密度提升、关联程度提高的趋势。根据不同省市

在关联网络中的位置，可将整体网络划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收益与经济人四大板块。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受消费水

平、产业结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水平、开放水平、移动端数字设备相对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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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自 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

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数字经济建设与发展备受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定不移

建设数字中国。2020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见，数字经济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指出，2019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占

GDP的比重达到 36.2%，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

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我国数字化转型期间，数字经济在

改变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相对地位的同时也重塑了区域之间的格局，忽视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

异将会加深“数字鸿沟”，加剧区域发展不协调状况。因此，测算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对中国数字

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弥合我国区域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着一

定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用以描述一个广泛运用信息通讯技术的经济系统

（Crawford，1996）。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数字经济进行阐述。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数字经济是

经济系统中，技术、组织和制度相互作用时，以技术进行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人类经济活动的高度协调和

互动所塑造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张鹏，2020）；基于数字化技术，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平

台为主要媒介、以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本文在

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数字化信息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网络为载体，以信息通讯

技术的使用来促进效率提升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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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学者们就发展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展开深入研究。部分学者

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提高所在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欠

发达地区、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提升效果显著（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产生了众多新兴就业岗位（杨伟国，2018），使得服务业的

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蔡昉，2017）。低技能劳动者通过不断学习数字技术提高自身技能，可以增加就业机

会，提高劳动报酬（Acemoglu和 Restrepo，2018），进而实现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同时，结合信息通信

技术和金融科技的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市场信息获取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落后地区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张勋等，2019），缓解低收入的信息约束和信贷约束，使创业机会均等化（谢绚丽等，2018）。2014—
2018年，中国数字金融区域内、区域间的不均衡逐渐减弱（张龙耀和邢朝辉，2021），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和

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滕磊和马德功，2020）。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数字经济无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反而加剧了地区差异。这些学者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

度存在区域“数字经济鸿沟”（刘军，2020）。省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状况，地域分布上

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化格局（李晓钟和吴甲戌，2020）。从产出效率上看，各区域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差异呈扩大

趋势（李研，2021）；从数字技术使用上看，数字技术进步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

业机会（方建国和尹丽波，2012），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较差，地区间和个体间的发展不

平等会愈发严重（王修华和赵亚雄，2019）。现有研究中对数字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较多，但对于数字经济发

展的影响因素讨论较少。普遍的观点是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支持

力度等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将中国数字经济视为一个联动发展的网络，所使用的数据无法体现相对

差距对网络结构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回顾，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有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在数据获取

上通常采用主成分分析和专家打分法、赋权法等方式获得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弥补

了直接数据的缺失，并拓宽了数据的维度，但往往面临着评价方法过于主观等问题。其二，现有对我国数字

经济区域差异的研究分析依旧局限在地理意义上的“区域”，传统 OLS回归模型使用的区域划分处理与空间

计量模型中使用的地理距离都与数字经济的内涵存在矛盾。针对第一点局限，本文使用《中国地区投入产出

表》中 31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依循本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选择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来体现以信息化网络为载体这一内涵，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产业体现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

这一内涵，最终通过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产业进行部门合

并体现整个数字经济内涵，克服了主观评价带来的偏误，更为客观合理。针对第二点局限，结合修正的引力

模型与网络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关系的网络特征进行研究，解决了分析数字经济问题受

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局限。不同于现有研究使用个体属性进行分析，本文构建各影响因素的相对差距矩阵，

从网络整体的角度出发，分析结构性数据，增加了分析价值。

三、方法设计

（一）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构建方法

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赋予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跨越地理限制的特性。因此在空间关联识别中需要对以

往研究中使用的地理距离进行处理。本文综合考虑中国各省间的经济距离、人口距离与地理距离，构建“综

合距离”，结合修正的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进行识别。修正的引力模型

设定如式（1）所示。

SCij = DEi

DEi + DEj

PiGiDEi
3 PjGjDEj

3

( )Dij

gi - gj
2

（1）

其中：SCij表示修正后 i省与 j省间数字经济产出的引力；DEi、Pi与 Gi分别表示 i省数字经济产出、年末总人口

数与 GDP；Dij表示 i省与 j省间的地理距离；gi - gj表示 i省与 j省人均 GDP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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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关联网络构建的关键是识别各省间的空间关联是否存在（李敬，2014）。本文对修正的引力模型计

算得到的引力矩阵各行取平均值，选择该平均值为临界值。借鉴吴金光和毛君（2018）在空间关联网络构建

中的处理方式，认定引力矩阵中高于临界值的元素存在空间关联并以 1进行替换，认定引力矩阵中低于临界

值的元素不存在空间关联并以 0进行替换。

（二）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

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代表了网络中各节点之间关联关系，是实际关联关系的数量与整个网络中能够形成的关联关

系最大值之比。在一个存在 N个节点的网络中，如果实际拥有关联关系的数量为 L，则该网络的密度 Dn的计

算公式为

Dn = L
N ( )N - 1 （2）

2. 网络关联

网络关联性代表了网络自身的稳健性。任意两个节点之间存在一条直接或间接的路径连接，则该网络

就具有较好的关联性，若网络的大量关联关系通过一个节点，则该网络对这一节点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剔

除该节点，无法维持网络结构的稳定，则该网络关联性较低。在一个存在 N个节点的网络中，如果存在 V个

不可达的节点，则该网络的关联度 C的计算公式为

C = 1 - 2V
N ( )N - 1 （3）

鉴于本文所构建的网络模型为有向网络，需要使用网络等级与网络效率等指标来补充网络关联性的分

析。网络等级 H是网络中节点间非对称的可达程度，反映各节点之间的网络支配地位；网络效率 E是在网络

中所包含关联关系多重叠加的程度，反映了网络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具体计算如式（4）和式（5）。

H = 1 - K
MAX ( )K （4）

E = 1 - M
MAX ( )M （5）

其中：K为网络中对称可达点的数量；MAX ( )K 为最大可能的对称可达点的数量；M为网络中冗余的关联关系

数；MAX ( )M 为最大可能的多余关联关系数。

3. 个体中心性

个体中心性代表了网络中某一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影响力”，由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等指标进行衡量。其中，点度中心度 CAD ( )i 根据关联数量来衡量 i省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所

处中心的程度；中介中心度 CRB ( )i 是根据 i省对其他省份数字经济产出关联关系的控制程度；接近中心度

C - 1
AP ( )i 是 i省份数字经济产出在网络中不受其省份关联的程度。具体计算如式（6）~式（8）所示：

CAD ( )i = C 1 + C 2
2 ( )N - 1 （6）

CRB ( )i =
2∑

j

N∑
k

N

bjk ( )i

N 2 - 3N + 2，j ≠ k ≠ i，且 j＜k
（7）

C - 1
AP ( )i =∑

j

N

d-1ij （8）
其中：C 1为点出度，是指 i省指向其他省份关联的数量，反映了该省数字经济产出对其他省份数字经济产出

的溢出关联关系；C 2为点入度，是指 i省接收其他省份关联的数量，反映了该省与其他省份数字经济产出的

受益关联关系；bjk ( )i 是 i省处于 j和 k省数字经济产出关联路径上的概率点对概率的加总，反映了该省数字经

济产出对整体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控制能力；dij为 i省与 j省关联之间的捷径距离，所有捷径距离倒

数的加总反映了 i省摆脱其他省份对其影响和控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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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分布格局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的关键动力，促使东西部地区能

够共享经济发展机遇。根据地区投入产出

表 测 算 ，以 2007 年 不 变 价 衡 量 ，2007—
2017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产出复合年增长

率为 10.96%，高于同期 GDP复合年增长率

2.59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第一产业复合年

增长率 6.8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2.46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 2.06个百分点。

图 1所示的核密度曲线反映了中国数

字经济的动态变迁。从分布位置上看，核

密度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右移趋势；从延展

性上看，核密度曲线呈现出右侧延展性稳

定，左侧延展性逐渐减小的趋势；从波峰数

量上看，核密度曲线并未出现多波峰趋势。

上述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具

有东部沿海高，西部内陆低的区位差异，产出较低的省份向产出较高的省份收敛且并未出现分组收敛的分化

现象。

（二）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分析
基于本文的方法，构建出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有向空间关联网络。从图 2中能够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

出呈现出“中心⁃外围”空间关联。接下来，本文将对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为促进数字经济区域间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依据。

通过公式（2）的计算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密度有所提升。31个省市区之间最大可

能的空间关联关系为 930组，实际存在的关联关系由 2007年的 224组增长到 2017年的 239组，数字经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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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数字经济动态变迁的核密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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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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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关联网络密度由 0.24提升至 0.26。随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数

字经济通过替代原有产业中的技术和产品促进

新产业的形成，通过改变要素禀赋与产业特征等

影响原有产业空间布局（李晓华，2021），突破地

理条件限制，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了发展机遇。通

过式（3）~式（5）的计算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出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由 0.94上升至 1，说明中

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程度有所

提高，联通效果逐步完善并具有良好的通达性。

2017年，各省市区之间的数字经济产出已存在普

遍的空间关联关系。网络等级由 0.24上升至

0.29，说明了各省市区之间的空间关联的“中

心⁃外围”结构愈发明显。网络效率在 0.67至 0.69
之间波动，说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存在

明显的多重叠加，网络结构稳定。

通过式（6）~式（8）的计算，对中国数字经济

产出空间关联的个体中心性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表 1详细的展示了中国各省市数字经济产出的点

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的具体数值

及排序。

通过分析个体中心性后发现，上海、北京、天

津及江苏在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

度的测度中均排在前四位，说明以上省市是中国

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与其他省市

区的空间关联关系最多。点度中心度的均值为

24.95，高于均值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天津等 7个东部省市，这些省份经济较为发达，数字经济产出高，在网络

中关联关系数较多；点度中心度最低的是青海、河南、宁夏三省。中介中心度的均值为 2.42，高于均值的省份

有 10个省份，其中多为东部省份，西部省份只有四川省；中介中心度最低的是宁夏、青海、西藏等省份。接近

中心度的均值为 15.35，高于均值的省份有西藏、宁夏、青海等 6个省份。上述数据表明，以上海、北京为代表

的东部省份处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与其他省份有着大量的溢出关联；部分中部地区省

市有着较高的中介中心性，是溢出关联传导的重要中介；西部省份处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外

围，这与西部省份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受益关联数量少的事实吻合。

（三）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块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块模型（block models）分析各省市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位置。块模型

是一种研究网络位置的模型，该模型在把一个网络中各个行动者按照一定标准分成几个离散的子集（也称

“位置”或“块”）的基础上考察每个位置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根据块模型理论，以位置内部的关系与位置接收

到的关系比例为划分标准，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存在净收益板块、净溢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

与经济人板块 4种角色位置（表中以板块Ⅰ~Ⅳ表示），各版块所包含的省市及板块的内外部关系如图 3所
示。使用迭代相关收敛法，将最大分割深度与集中标准参数分别设定为 2与 0.2，得到表 2所示的位置关系。

表 2 板块间溢出与板块位置分析

关联板块

板块Ⅰ
板块Ⅱ
板块Ⅲ
板块Ⅳ

板块Ⅰ
20
4
3
5

板块Ⅱ
4
10
16
43

板块Ⅲ
7
10
0
0

板块Ⅳ
53
58
4
2

板块成员数

12
12
2
2

实际与期望位置内部关系比例

181%
89%
0%
233%

位置外接收到的关系比例

43%
28%
9%
7%

位置

净收益板块

经济人板块

净溢出板块

双向溢出板块

表 1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网络中心性分析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点度中心度

受益关联

11
11
6
6
6
5
5
7
12
8
8
6
12
8
7
6
6
7
11
8
9
9
9
8
9
7
6
8
6
6
6

溢出关联

25
24
7
4
8
3
2
3
26
24
18
7
10
6
11
0
6
7
7
4
0
5
8
3
5
0
3
6
0
0
0

中心度

60.00
58.33
21.67
16.67
23.33
13.33
11.67
16.67
63.33
53.33
20.00
21.67
36.67
23.33
30.00
10.00
20.00
23.33
30.00
20.00
15.00
23.33
28.33
18.33
23.33
11.67
15.00
23.33
10.00
10.00
21.67

排序

2
3
15
23
13
26
27
22
1
4
18
16
5
12
7
30
20
14
6
19
24
9
8
21
10
28
25
11
29
31
17

中介中心度

中心度

15.62
8.97
0.56
0.55
2.86
0.21
0.06
0.55
10.82
5.14
2.94
0.56
4.14
2.33
0.87
0.56
0.53
2.43
2.86
1.14
0.00
1.98
4.77
0.39
1.19
0.00
1.14
1.79
0.00
0.00
0.00

排序

1
3
18
22
8
25
26
21
2
4
7
20
6
11
17
19
23
10
9
15
30
12
5
24
14
29
16
13
28
27
31

接近中心度

中心度

15.15
15.08
14.56
14.71
15.00
14.49
14.49
14.78
36.58
14.49
14.71
14.56
15.46
15.08
14.63
14.56
14.78
15.00
15.15
15.23
17.96
15.31
15.31
15.23
15.31
17.54
14.85
15.15
17.44
17.44
17.34

排序

12
16
28
24
19
30
31
22
1
29
23
27
6
17
25
26
21
18
13
10
1
9
7
11
8
2
20
14
4
3
5

141



技术经济 第 40 卷 第 9 期

板块Ⅰ为净收益板块，板块内部的 12个主体分别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海南、重庆、吉林、云南、宁

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多为西部边疆省份。表明数字经济能够突破地理条件的限制，将发展的红利溢出

至西部边疆省份，但囿于西部边疆省份自身经济基础的限制，该板块内的主体无法产生较多的溢出关联回馈

其他板块主体，短期内只能“追随”其他地区的发展。

板块Ⅱ为经济人板块，板块内部的 12个主体分别为：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山东、安徽、陕西、江

西、广西、四川、贵州，以中部省份为主。表明中部省份是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的“中介”及“桥梁”，

通过中部省份的中介作用将东部省份的溢出关联传达至西部省份，实现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板块Ⅲ为净溢出板块，板块内部的 2个主体分别为：广东、福建，板块内主体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出现令数字经济产出的溢出较传统产业更多，网络中相互溢出的关联较为

普遍，导致符合净溢出条件的主体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板块内主体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根据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发布的历年《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所示，广东省在数字经济指数上排名第一，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的增长极，溢出效应明显，“引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板块Ⅳ为双向溢出板块，板块内部的 5个主体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以东部较发达省市为

主。表明以上省市起到内外部双向“引导”作用，与其他板块主体关联的产生有着大量关联关系，个体中心性

的结果显示以上省市个体中心度较高，是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维系着整个网络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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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板块内外部关系图

五、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对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网络空间关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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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分析，二次指派程序回归使用随机置换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能够在不需要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的假

设下对一个矩阵与多个矩阵之间进行回归，结果比参数方法更加稳健，并普遍用于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分析

（陈钰芬等，2019；李培哲，2020）。因此，该方法能够对影响网络的相关因素进行检验。本文构建如下网络分

析模型：

Y = α0 +∑
i = 1

10
( )αi Xi + U （9）

其中：α0为截距项；αi为待估参数；U为残差项；因变量 Y采用上文构建的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表

示，反映了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消费水平相对差距（X 1），以人均消费的差值矩阵表

示；收入水平相对差距（X 2），以人均收入的差值矩阵表示；开放水平相对差距（X 3），以进出口总额的差值矩阵

表示；技术水平相对差距（X 4），以专利申请量的差值矩阵表示；产业结构相对差距（X 5），以第三产业占比的差

值矩阵表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差距（X 6），以网站拥有量的差值矩阵表示；数字治理水平相对差距（X 7），以政

府机构开设微博的差值矩阵表示；数据要素禀赋相对差距（X 8），以网络数据流向的差值矩阵表示；移动数字

设备相对差距（X 9），以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的差值矩阵表示；固定数字设备相对差距（X 10），以每百人拥有的

计算机的差值矩阵表示。上述指标整理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国地区投入产出

表》及百度统计流量研究院公布的数据，其中差值矩阵以各指标 2007—2017年平均值计算。

（二）QAP回归分析
QAP回归分析结果基于 DDSP（Double⁃Dekker Semi⁃Partialing）方法随机置换 5000次整理得来，采用双尾

检验度量显著性水平；P⁃small和 P⁃large分别表示随机置换得到的回归系数不大于和不小于各变量回归系数

的比例；当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时，应采用 P⁃large表示显著性水平，反之则采用 P⁃small表示。截距项的值代

表所有自变量为 0时因变量的值，一方面 QAP回

归中加入截距项是为了控制其余自变量的显著

性；另一方面，基于 DDSP方法无法得到截距项的

显著性水平。因此回归结果中不展示截距项的

显著性水平。表 4报告了 QAP回归的结果，对

930个观察值进行回归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Adj R2）为 0.315，表明该回归中的变量能够解释

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演变的 31.5%，鉴于

QAP回归的调整后拟合优度值一般比 OLS模型

更低。因此本文拟合优度对模型解释力表现较

为良好。概率（Probability）指随机置换产生的拟

合优度系数不小于实际观察值的概率，其值为 0，
表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从回归结果中发现：

第一，消费水平相对差距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收入水平相对差距没有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产出关联建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消费水平，并非收入水平。两地区消费水平差距越

大，越难建立数字经济产出关联。产业结构相对差距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技术水平相对差距没有

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差距是数字经济产出关联建立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水平差距

对其影响并不显著。两地区产业结构差距越大，产业体系的匹配程度越低，产业数字化的方向差异性越大，

越难建立数字经济产出关联。

第二，开放水平相对差距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一定的开放水平差距有利数字经济产出关

联的建立。移动端数字设备相对差距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固定端数字设备相对差距没有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随着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端设备与我国移动应用的普及，移动端在数字经济产

出关联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结合前文网络结构特征的结果，开放水平较高、移动数字设备拥有量较高

的东部省份中心度也较高，对整体网络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与西部省份产生溢出关联。因此，一定的开放

水平差距与移动数字设备差距促进了“中心⁃外围”网络结构的形成，进而增强整体网络的紧密度。

表 4 QAP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截距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Adj R2：0.315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0.7764
-0.9553
-0.0067
0.3059
0.0011
-0.4479
-0.1559
-0.2175
-0.0042
0.2497
0.0312

Probability：0.000

标准化回归系数

0.0000
-0.4066
-0.0335
0.4132
0.0015
-0.1149
-0.1008
-0.1429
-0.0353
0.1576
0.0212

显著性水平

0.0050
0.2730
0.0000
0.5710
0.0420
0.0960
0.0520
0.2780
0.0220
0.4320

观测量：930

P⁃large

0.9950
0.7280
0.0000
0.5710
0.9580
0.9050
0.9490
0.7230
0.0220
0.4320

P⁃small

0.0050
0.2730
1.0000
0.4300
0.0420
0.0960
0.0520
0.2780
0.9780
0.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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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差距与数字治理水平相对差距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数据要素禀赋

没有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治理水平是数字经济产出关联的建立中的重要

影响因素，两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治理水平差距越大，越难建立数字经济产出关联。作为基础资源和创

新引擎的数据要素禀赋相对差距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期处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对于数据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欠缺，数字要素的重要性并未完全显现出来。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7—201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的空间关

联，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及二次指派程序（QAP）对中国数字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

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整体网络结构分析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呈现出复杂的

网络结构，存在明显的多重叠加。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整体网络结构稳定，整体网络密度有所提升，

关联程度不断提高，联通效果逐步完善并具有很好的通达性，各省市之间的空间关联的“中心⁃外围”结构愈

发巩固；②个体中心性分析表明，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 7个省市位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

中心位置，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 14个省市位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半边缘位置，西藏、宁

夏、青海等 10个省份位于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的边缘地位；③块模型分析表明，新疆、西藏、青

海、甘肃、海南等 12个省份属于净收益板块，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是“跟随”的角色；广东、福

建两省位于净溢出板块，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是“引导”的角色；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

五省市位于双向溢出板块，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是内外部双向“引导”角色；湖南、湖北、河

南、河北、辽宁、山东等 12个省市位于经济人板块，在中国数字经济产出空间关联网络中是“中介”角色；

④QAP回归分析表明，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水平、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的相对差距与数字经济产

出关联呈显著负相关；开放水平、移动端数字设备的相对差与数字经济产出关联呈显著正相关。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①优化区域布局，多样化、异质性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比较优势，避

免同质竞争，提供多样化和异质性的产品与服务，提高边际收益率，促进数字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统筹推进区域性数字科技创新中心、数字产业创新中心、数字技术创新中心、数字知识产权中心等

建设，在地区间分工协作中共赢发展，缩小地区差距；②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产业数字

化转型，加强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整合上下游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高水平整

合，以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新业态兴起，供给侧提供

新的商品与服务，需求侧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习惯及需求，供需结合使实体经济与逐渐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

活相适应；③缩小数字差距，弥合能力鸿沟。加快欠发达地区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增加相应的财政科教支出，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构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增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数字技能，弥合能力鸿沟，共享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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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ic Output

Liu Yinghengtai，Yang Lina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regional input⁃output in 2007⁃2017，modified gravity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and identify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ic output，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and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sample period，the“center periphery”structur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output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is stable，and the
density and correlation degree are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different provinces in the network，the whole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two⁃way spillover，net spillover，net income and economic man. The output spatial correl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s affected by consumption level，industrial structure，digital infrastructure，digital governance level，opening level，and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of mobile digital devices.
Keywords：digital economy；spatial correlation；social network analysis；Q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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